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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共生论：数字时代的新管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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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管理实践中的无限链接、动态协同、范围经济、不确定性等特征向现有

管理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实践界需要新的“范式革命”来帮助组织有效地应对数字化。为了解

读数字时代组织面临的新困惑，帮助企业应对数字时代的新挑战，本文提出了协同共生论。协

同共生是指组织共生单元通过主动寻求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和系

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的动态过程。协同共生的本质是从无序到有序，协同共生论

就是用于引导共生单元实现整体价值最优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即通过协同共生效应、架构、管

理模型及价值重构关键要素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帮助企业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

长、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本文提出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生及组织内外共生等

三种共生态结构，并探讨了实现三种结构的机理、要素、模型与情境条件。“协同共生论”作为协

同逻辑、共生状态的有机融合，为探索数字时代的组织和管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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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互联技术汹涌来袭，将企业裹挟进数字时代。如何推动企业不断适应数字时代、探索新的

进化路径和新效率来源，已成为管理这门实践性学科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广

泛应用，经典管理理论在数字时代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Adner等（2019）讨论了数字化转型

过程所体现呈现性、连接性、聚合性特点，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基础观、产权理论、企业理

论、生态系统理论、商业模式和创新等传统理论或原理产生的新挑战。具体而言，数字时代对原

有的核心理论提出的挑战是，数据和算法开始成为资产，挑战了原有的组织资源的观点

（Barney, 1986; Wernerfelt, 1984）；算法决策对组织领域理论中有限理性和组织学习产生影响

（Cyert和March, 1963; March和Simon, 1958）；数字时代的企业开始转向无层级的组织设计，这

收稿日期：2021-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GL126）

作者简介：陈春花（1964—），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朱　丽（1985—），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通讯作者，paperlizhu@nsd.pku.edu.cn）；

刘　超（1989—），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徐　石（1962—），男，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第 44 卷 第 1 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 44 No. 1
2022 年 1 月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Jan.  2022

 

6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4卷第1期）



挑战了西蒙的组织设计原理（Simon, 1997）；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挑战了以往的组织工作方式，

并影响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本质（Agrawal等, 2018）。
数字技术的发展迫使我们不断拓宽管理认知并采用更具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例如，

Raisch和Krakowski（2021）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管理的影响。他们认为，管理者应该采取一种“双
元思维”，既要深入思考机器对人的替代，也要考虑人机协同带来的效率提升。只有同时采用这

两种思维时，管理者才能获得更大的商业和社会利益，也才更有可能挖掘出更有意义的AI理
论或研究。Alvarez等（2020）号召构建属于21世纪的企业理论，为此需要重新审视并深入探讨

组织的边界、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等，还要考察组织价值创造新方式、公司的社会维度属性以

及人工智能应用等。当代的组织管理学者发现，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企业或创业者更需要搭建

“知识桥梁”或构建生态互补网络和伙伴关系，以便带来新理念、创新绩效和成功机会（Cohen和
Tripsas, 2019; Venkatesh等, 2017; Wang和Miller, 2020）。

在数字时代，企业跨界生存现象频发，原有行业界限模糊甚至相互融合。数字化呈现的新

特点，挑战了传统组织创新理论的核心假设（Nambisan, 2017）。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企业边界

相关的理论，探索企业在数字时代的本质变化。以Coase（1937）交易成本理论为例，交易成本的

根本论点是对企业本质的解释，企业是人们追求经济效益的组织体，由于企业的专业分工和市

场运作，企业的边界由市场交易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平衡所决定，交易成本降低会使市场机制

扩大范围，组织成本降低则会扩大企业边界。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企业组织的数字

化，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得以同时降低，既可以是组织朝着组织外的市场扩展，又可以是市场

朝着组织内部渗透，这就突破了原有的此消彼长逻辑，由此形成历史上罕见的高度复杂的组织

新形态。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组织领域，探索数字时代管理理论建构的新的可能路径。

爱因斯坦曾表示：“如果一直保持当初产生问题时的意识水平不变，那是解决不了问题

的。”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为研究者提供路线图，以及制作路线图的基本方向”，当既有的范

式不能合理地解释常规现象时，就需要新的范式革命（Kuhn, 1970）。如果说工业时代采用的是

以流水线、分工为核心特征的模式来解决问题，那么数字时代一定会采用一种新的、区别于以

往的模式。百年管理理论的演化始终围绕着解决“效率从哪里来”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陈春花

和朱丽，2019），当我们进入数字时代，组织仍需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效率的来源却有了新的“时代

特性”。
在对现有理论进行充分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展开了深入的案例（包括小米、海尔、美的、企

业微信、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致远互联等）实践调研和相关访谈，并提出了“协同共生论”，
围绕着“如何实现协同共生价值”展开研究，并获得了初步的研究结论。协同共生论的研究贡献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数字时代下的新管理范式。它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的数字化

生存挑战或困惑，并帮助探索数字技术引领下组织内外共生背后的本质和演化规律。第二，提

出和扩展了组织创造效率的新价值空间。第三，提供实现“协同共生”的具体方法路径。通过将

研究视角从组织内部转向组织外部，并融合数字时代组织与环境的基本特征，本文构建了数字

时代的新管理范式。

二、  组织进化新阶段与协同共生论提出

人类正处于巨大商业变革的临界点，数字化从本质特征来讲不仅仅是变化带来的冲击，还

是变化的速度带来的冲击。回顾以往经典理论时我们蓦然发现，经典理论由于创建时技术背景

和解决的时代问题不同，已很难应对数字时代的企业现实发展困惑。百年管理理论一直在试图

回答“效率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但以往的理论无论被证明如何有效，内外环境的变化总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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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挑战。加里•哈默尔明确提出，当今支撑大型人类组织的领导与管理思想对于组织成功的

限制，就如同16和17世纪封建主义思想对经济成就的限制。21世纪“协同共生”之所以比在以往

任何阶段都受到重视，是因为数字技术作为“协同共生”的技术伴侣，让数十亿人或者组织可以

进行“点对点”链接的同时，也通过万物互联带来社会资本繁荣的规模空前。与此同时，也对管

理这门实践属性学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一）组织进化五阶段

为了能够充分理解管理思想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将它们置于更长远的历史与广阔的

世界视野中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借用尼尔•格拉斯的管理思想发展阶段划分方法（Glass,
1998），我们全面梳理管理思想发展。“彭罗斯管理约束”告诉我们如果管理资源受限（Greiner,
1972），企业成长可能会因管理能力局限而遇到瓶颈，进而使得企业处于低成长状态。怀着对管

理理论和不断释放组织成长中创造力的敬畏之心，我们梳理了管理学科诞生至今的百年演化

历程，从蕴含的形象和主题两个维度入手进行了五阶段划分（图1）。
 
 

主题

蕴含的形象

科学管理

机械效率

以人为本

战略竞争

学习型组织 组织被看作自然
整体的一部分

共生型组织

组织被看作
大脑

公司的核心
竞争能力

组织被看作
一个社会系统

图 1    管理思想发展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科学管理阶段。这一阶段起始于20世纪初泰勒发起的科学管理革命，以其著作

《科学管理原理》于1911年出版为象征。在科学管理阶段，组织被视为一台尽可能高效率运行

的机器，通过流水线、大批量的生产和规模经济来驾驭绝大多数的组织管理模式，泰勒主义成

为这一时期的核心思想，管理也从此成为一门科学。在该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泰勒的分工管

理、韦伯的科层管理以及德鲁克的目标管理。面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日益扩大的消费需求，大

型公司都倾向于成立庞大的、分层级的、可控的组织管理模式，并借此获得尽可能高的结构效

率。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德鲁克早在 1955 年就明确警示，绩效评估不能仅仅看财务指标和生

产力指标。

第二阶段：以人为本阶段。科学管理阶段忽视了组织中个体的人性，不少学者发现对人关

怀的缺乏影响组织管理高效率的实现。“以人为本”阶段的兴起以20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

梅奥“霍桑试验”的系列行为科学实验为象征，后续马斯洛、赫茨伯格、莱维特等学者补充并加

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研究。因而，管理理论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在马斯洛和赫茨伯格等学者

的影响下，组织不再被看作一台机器，而是一个社会系统，组织更需要依赖帮助成员发挥作用

而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严格控制员工的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仅改变了组织与员

工的关系，也改变了组织与顾客的关系。在西奥多•莱维特发表了奠基性的文章，提出“营销短

视症”后（Levitt, 2004），以顾客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

第三阶段：战略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管理的关注焦点开始从组织内部经营转向企业所处的

外部环境和产业条件，并要求企业自己做出选择以更有效地参与竞争。战略竞争阶段以哈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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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安德鲁斯（Andrews）于20世纪60年代对战略作界定为象征，并认为企业需要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形成异于竞争者的独特能力，以获取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安索夫、科特勒、蒂斯等对该

阶段进行了发展和补充。在这一时期，管理方法丰富，波特的竞争战略、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波士

顿矩阵、科特勒的营销管理、行业结构分析、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学习曲线等风靡全球。根据市场

和环境做出战略选择并实施战略计划，成为管理者的核心能力训练。

第四阶段：学习型组织阶段。随着环境的继续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已经不能再把这个世

界看作稳定和可预测的，必须理解组织处在混沌状态之中。混沌状态一方面给组织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加之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这一切都对组织提出了新的

要求，即如何在变化中寻求可能性并拥有动态的适应性。以企业自身为核心的战略竞争不能让

企业有效应对环境，因而，以佛瑞斯特、彼得·圣吉为首的一批管理学者转向以发挥员工创造性

思维能力的知识实践和管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学习型组织阶段的开始以彼得·圣吉于20世纪

90年代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学习型组织”为象征。此阶段的组织已经发展出更加全面地看

待自身的视角，把自己作为供应链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把员工视为德鲁克定义的知识员工，企

业流程再造、人力资本、终身学习、平衡计分卡等概念成为管理的核心思想。

（二）数字时代的组织进化新阶段

科技产出信息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能够接收与消化的速度。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与深化，

一方面，非线性发展的环境呈现出更大的动荡幅度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各行业与各领域

又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与延展性。人们越来越发现，组织的优势不再依赖于有形的资产，而更

多地依赖于无形的、创造性的资产。组织的未来取决于组织学习与创造力，取决于与技术、环境

的互动与共生。数字时代下组织员工、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及环境产生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

“新生代（即Z世代）”员工逐渐成为职场主流，他们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本身有着独立、追求

自由及较高技术适应等特质。对处于数字时代的员工来说，他们对领导角色、岗位预期、自我成

长及晋升流动性等相关认识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渴望虚拟和现实场所的混合工作模式、期望共

生成长、自我管理及协同赋能等（Petani和Mengis, 2020; 陈春花，2021；付卫华，2021；张志学

等，2021）。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导致组织边界被打破，组织与股东、消费者、竞争者、合作伙伴之

间能进行高效率的开放式连接与参与互动，它们的利益获取不再是“非此即彼”而可以加以协

调整合和共生（Morgan-Thomas等, 2020; Troise和Camilleri, 2021; Weill和Woerner, 2018）。传统

意义上的组织对股东与员工、股东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

企业会基于股东至上的逻辑行事，现在已转向“共生逻辑”。
数字时代新阶段：共生型组织阶段。

组织之间由竞争关系转向共生关系（陈春花和赵海然，2018），连接、开放、融合、协同、共生

等概念成为基本认知。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中国学者有更好的机会和

资源探索组织新管理范式，以陈春花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探讨组织共生问题。陈春花于

2018年正式提出“共生型组织”。此阶段组织的边界变得模糊与柔性，组织不仅仅与组织外部成

员构成网络关系，还需置身于自然宇宙系统之中，认识到自身是整体的一部分，企业的宗旨也

从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为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共生型组织阶段，新生代企业迅速崛起，无法转型的企业被快速淘汰。在这一阶段，企业

分化为两类：一类是拥有数字化能力的企业，它们引领着行业与市场的更新与迭代；另一类是

无法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它们因沿用过去的成功经验而陷入被动。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

的变迁，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强调认识和开发组织能力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

理解、评价和提出新的管理方法，这也是我们提出协同共生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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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协同共生的本质及新管理范式

数字技术使得效率获取的来源由组织内向组织外转变，解答组织如何认知并运用系统变

化规律进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每一个组织面临的必然选择。数字化的进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

快，“共生•协同”已成为数字时代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中最大的变化。如何推动企业不断

探索新的进化路径和新的效率来源，已成为管理理论必须解答的时代问题。为了更好地回答这

个问题，在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变时代，我们重新回顾经典文献，并将对经典理论的理解与数字

时代的基本特征相融合，构建新的组织管理理论——组织进化的协同共生论，为组织坦然面对

数字化生存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一）组织内与组织外的经典理论梳理

哈肯于1969年提出协同论，首次将“协同”引入到管理领域中的是安索夫。虽然哈肯的协同

论对管理学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囿于复杂的模型处理和高度抽象的数学符号和语义解读，并没

有在管理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安索夫同时关注了组织内协同和组织间协同，但对“协同”的经济

学内涵，他更多关注的是规模经济带来的协同效益。卡普兰和诺顿提出的平衡计分卡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企业可以采取四种组织协同来源以获得成效，但是该方法更多地被运用

在组织内部，组织外部巨大的价值空间被忽略了。

哈肯的协同论告诉我们，有序是通过协同实现的，如果你想从无序转向有序，就必须做协

同，如果不协同就没办法形成有序结构和状态，这是一个基础。安索夫把协同列为战略四要素

之一，认为协同影响了战略结果。卡普兰和诺顿的四个组织协同来源从平衡积分卡的视角指明

了协同效应与企业竞争优势根源，它们帮助我们理解了组织内部协同共生的本质特征。但是，

三个经典理论都只解决了组织内部的问题，即怎么让组织内部有序，怎么让组织内部产生协同

效力，怎么让组织内部四个协同的平衡做出来，却没有解决组织外部的问题。而数字技术的来

临又让我们必须去关注组织外部的连接，我们需要继续探寻组织外部的支撑理论是什么。

从经典的组织外的相关理论基础来看，第一个是康德在1788年关于关系范畴的论述，它将

我们带向一个新的协同关系关注方向，即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关系。康德的关系范畴成为最重要

的一个跟外部认知之间的部分，而在关系范畴当中特别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互动、互生的关

系。在数字技术背景下，万物关系互为主体，因而需要我们在康德关系范畴的基础上，探索出一

种新的关系范畴，即在互为主体的互动中，主动性带来的协同新问题。第二个经典组织外的理

论基础是整体论，贝塔朗菲的整体论更是启发我们“从外而内”去看待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意识到“整体大过部分之和”时，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连接互动带来的新效应让我们感受

到无限的可能性。中国学者更容易在数字时代下产生新管理理论，因为西方的管理理论是还原

论，而中国的哲学思想是整体论。我们实际上更容易理解数字技术及互联网世界。

第三个影响我们构建组织外协同共生的理论基础源自生物学。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协同共

生就是生命的基本形态。在组织“新物种”不断涌现的今天，马古利斯的“共生是进化创新的源

泉”“共生是在生物新颖性产生上的一次革命”等论断，以及其在“真核生物起源”问题上的突出

贡献——“内共生学说”，则从学科的视角，帮助我们探索了组织内外共生背后的本质规律和演

化真谛（Margulis和Sagan, 1997）。
（二）经典理论的时代新启示

整体来看，组织内外的经典理论让我们探寻到提出组织进化的协同共生论的重要理论基

础。哈肯关于“协同论”的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给我们带来启发，哈肯的协同论认为，无序

就是混沌，有序就是协同（鲍勇剑，2019）。尤其是在“序参量”概念的引导下，我们确信可以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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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关键要素去展开探寻，这是我们理解和开展组织协同共生的理论基

础。安索夫的协同定义以及卡普兰和诺顿的组织协同来源带来的协同效应与企业竞争优势，帮

助我们理解了组织内部协同共生的本质特征。为了深入探讨组织内部的协同共生机制，我们进

行了理论和文献的回溯分析。

学者刚开始探讨企业的协同能力时主要聚焦在企业内部，认为协同是一种企业能力（Day,
1994），它可以内化为组织内部或者个人的经验（Simonin, 1997）。在《协同：数字时代的组织效

率的本质》一书中，陈春花和朱丽（2019）围绕组织效率展开研究，探讨了组织内协同共生的管

理者行为，并发现组织内协同效率的获取需要责、权、利对等以及进行有效的分工、分权、分利。

其他研究者发现，要实现组织内协同需要涵盖战略、文化、技术、结构、运营等方面（Cameron和
Quinn, 2011; Dean, 2010; Kast和Rosenzweig, 1972; 弋亚群等，2003；张志学和郑仪，2017）。这些

理论和研究为协同共生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内理论基础。

现在诞生出越来越多的天生国际化企业（born global），而该类企业持续成功的核心是建

立跨组织边界的柔性价值网络，特别是依靠共生价值观建立起来的网络，价值网络的构建与扩

展是影响这些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因素。哈肯、安索夫及卡普兰和诺顿提出的三个经典理论都

只解决了组织内部的问题，缺乏对数字时代组织外部空间效率来源的讨论。我们开始从组织内

部转向组织外部展开探讨，借助于康德的关系范畴去确定新的关系范畴，运用贝塔朗菲的整体

论去理解组织内外部共同形成的整体价值，借鉴马古利斯的共生理论去探讨组织共生的关键

要素。这三个经典的组织外相关理论基础使我们不断探索并勾勒出数字时代协同共生论的本

质——从无序到有序。通过组织外协同共生机制的文献研究，我们发现，随着信息技术使得企

业协同能力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者们也开始关注企业协同能力的外化。

在一些领域已从不同角度探讨组织外部效率的来源，并得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命

题或模式。例如，在“从技术创新中获取利润”（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研究

中，动态能力理论提出者Teece指出，关于整合和协同的决策战略是组织获得创新经济回报的

重要影响因素（Teece, 1986）。如果创新者要获得超过模仿者的绩效，就需要通过整合协同而获

得专有的互补性资产或能力（Teece, 1986）。几乎所有的情景中创新的成功商业化需要与其他

能力或资产进行互补，并高度强调了互补资产的战略意义（Teece, 2006）。Teece的研究表明，组

织内外的“互补性”或“协同”等都是创新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他学者也对PFI进行了

补充，如Teece（2007）、Jacobides等（2006）拓展相应分析框架，增加了“产业架构”作为创新者获

利的关键战略要素。这一类研究者普遍认同，产业架构包括创新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组织

边界等是决定价值创造和利润归属的核心。整体上看，PFI相关研究表明系统整合或协同能力

是提高企业从创新中获利能力的重要因素。

在公司治理领域，研究者尤其关注利益相关者层面的问题，组织需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协同

发展成为治理领域的一个共识，要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维度对企业成长进行整体系统思考和

设计（Chang等, 2017; Frynas和Yamahaki, 2016; Heath和Norman, 2004；盛亚和鲁晓玮，2021）。
如企业社会责任、ESG、公司可持续发展或长期主义、绿色经济等都是企业对外部协同和共生

的响应。与利益相关者协同中的契约、合法性、权利差异、社会性趋向等维度会影响企业的生存

发展（盛亚和鲁晓玮，2021）。对价值链或价值网的相关研究显示，协同成为企业获得创新绩效

与高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Jaradat等, 2017; Todeschini和Cortimiglia, 2020; 汪延明和李维安，

2014）。协同能帮助组织建立合法性、降低沟通成本，实现关系承诺、组织间信任和边界突破等，

这都能让企业获得来自于组织外部的价值贡献。在最近兴起的生态系统相关研究中，一些研究

者也强调，生态系统成员应该是协同演进，组织成员之间需保持高度开放互动性、保持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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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并共生演化（如，Freixanet等, 2020; Hou和Shi, 2021; 詹小慧等，2016）。这些理论和研究为协

同共生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外理论基础。

基于以上理论综述和深度分析，我们进一步探索企业进化过程中协同共生的动态演化过

程本质及实现过程。主流协同过程观认为，协同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主体可以超越

各自缺陷充分运用主体间协作而共同参与达成建设性解决方案（Kramer, 1990; Roberts和
Bradley, 1991）。企业组织从分工演进中出现，因此专业化分工是我们理解组织进化过程中需

要关注的重要概念。交易产生于专业化分工，企业间的协作形式和过程，是随着组织内专业化

分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专业化分形是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

工而呈现的，专业化分工在组织间的演化其实就是企业分形过程。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形产生企

业间的网络组织，这种网络组织是企业间协同的结果。企业专业化分形的发展基础是协同效

应，演化基础是协同学的支配原理，而质量兼容原理促使网络组织从“无序”态直至发展为“有
序”态（朱其忠，2013）。就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角度而言，专业化分形的过程，是组织在社会范围

内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过程，具体为组织间关系从传统的交易关系向更高级协作形式演化的

社会化过程（图2）。专业化分工会导致混沌现象出现，这种混沌现象贯穿于分工发展的始终，这

就要求管理者能够驾驭混沌。混沌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轨道的不确定性，取得世界级成就的经

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轨道的不确定性是由“各结构之间局部最优决策的不连续性以及信息和决

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即“一系列的无效分工”导致的。朱其忠（2013）认为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就

是专业化分形的过程，其实质是“把产品的各种加工过程彼此分离开来，划分并独立化为越来

越多企业的过程”。
 
 

企业网络

聚集

分形 分形

企业
集群

扩散

注： 代表不同类型的企业； 代表不同类型的地区域;_ _代表组织之间的关系。

共
生

网络组织

资料来源：朱其忠. 网络组织共生研究: 基于专业化分形视角[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图 2    企业网络分形的结果
 

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分形二者相辅相成：专业化分工促进专业化分形的产生，专业化分形

是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与此同时，专业化分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具

体体现在专业化分形改变了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企业间无序状态，通过改变传统企业之间的

交易关系产生更高级的合作形式，形成企业间的有序结构使得社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朱其

忠，2013）。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企业遵循分形自相似原则，形成与其目标自相似的单元。因此，专

业化分工的演化就是一个企业分形的过程，分形结构的特点启发人们采用分形理论构造企业

组织，这也是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企业的专业化分形，使得专业化分工带来的企业间无序状态

向有序结构转变。从整个社会有机体角度而言，专业化分形就是组织间由简单交易关系向更高

级合作关系的演化的，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社会化过程，我们认为这是组织在社会整体范围

内，遵循协同逻辑呈现共生状态的演化过程，也因此我们得出协同共生示意图（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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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共生 组织外共生

有序无序

数字化技术

组织内效率释放

无限链接

组织间效率获取

协同企业网格

序参量主导

协同
部门1部门2
部门3 部门4

图 3    组织协同共生示意图
 

根据哈肯等的研究，有效协同的本质应该是有序。因而，我们认为，通过掌握在数字技术背

景下企业协同共生的“序参量”，有希望从混沌当中建立组织内外“有序”状态，实现企业的协同

共生发展。当然，建立完全有序的协同共生状态是一个理想状态。数字技术帮助组织实现了开

放性连接，给予员工相当的赋能，也使得组织能时刻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交换，这也是企业能

从无序走向有序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哈肯“协同论”中“序参量”新概念的引导下（哈肯，1988），
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关于协同共生论的“无序”到“有序”转化的关键要素的探寻，具有不可估

量的管理实践价值。共生是一种保持生物多样性，通过多样性的个体之间的多维复杂的交互作

用创生新物种，并且实现不断发展的自然进化机理。我们也更确信，在组织情境下，内外共生同

样是组织生存发展和演化的本质特征。

数字时代整体论也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切切实实可以在运用大数据挖掘和开发中实

现的科学方法。我们通过海量的大数据集成和综合，可以将数据碎片聚合成整体，一旦沿着系

统运行本质从中探寻和挖掘科学规律时，即可获得数字时代组织所处系统的整体刻画。在数字

时代，组织成员间，不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彼此互为主体（陈春花和赵海然，2018；陈春花等，

2020）。比如在以前产业链或供应链认知中，会有一家企业是主体，其他成员企业是客体。但在

数字时代，链上的成员角色不再是固化的、相互的关系也不再是线性的，而是互为主体、融合发

展的（陈春花和朱丽，2019）。这种互为主体的认知关系从传统中国哲学思想中能追溯到，中庸

哲学的世界观认为，管理中的一切矛盾元素不仅是对立的，还是共生的（冯友兰，2011）。现在不

少学者也开始讨论重塑数字时代万物互为主体的认知（如，陈正府，2021；刘源和李雪灵，

2020）。在数字时代万物关系互为主体的情况下，康德的关系范畴启发我们，更应该探索的交互

关系应该是，主动性带来的协同价值新问题。基于以往经典理论的指引和对新时代下组织新挑

战的思考，激发我们不断进行协同共生理论的深入探索。

（三）协同共生论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经典管理理论研究在为我们带来指引的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数字时代对其理论适用性

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兴数字技术领域的原创力量，不断被应用到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

管理等社会核心活动中来，数字化已经遍布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本研究探讨的组织进化的

“协同共生论”，是立足于组织领域进行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其与已有研究的关系，增

加了与现有相关理论的关系表述：哈肯的协同学虽然对管理学者有一定的启发，但是囿于其自

身复杂的模型处理、抽象的数字符号和语义解读，并没有在管理学领域内得到广泛应用；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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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虽然完成了哈肯未完成的工作，并将“协同”概念引入管理学，但其关注的更多是规模经济带

来的协同效应，但在数字时代范围经济成为引领性力量。卡普兰和诺顿提供的平衡计分卡虽带

来更多的新的可能，但是该方法更多被引用于企业内部，组织外部的价值空间被忽略了。

在康德关系范畴的引导下，我们将关注的方向投入到主动与被动关系之间，在数字技术和

万物互为主体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努力探索新的关系范畴，即在互为主体的互动关系中的协同

新问题。在贝塔朗菲的整体论启发下，我们“从外向内”来看待企业与环境之间的新关系。在组

织“新物种”不断涌现的时代，马古利斯的内共生学说中，共生进化创新的源泉是生物新颖性产

生的一次革命的论断，激发我们探索组织内外共生背后的本质规律和演化真谛。基于

DiMaggio（1995）提出的好理论的三个方面加以衡量，即要能覆盖我们看到或测量的世界，尤

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内需要具备启发性，需要具备叙述性即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在本研究中我们

力图结合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该原则贯穿本研究的始终。

基于数字时代的高不确定性背景，我们在回顾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近距离观察企业实践，

归纳领先企业管理实践，探索其新的管理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共生单元在组织情景下包

含个人、团队、组织、环境四种要素。当共生单元中四种要素内部以及四种要素之间协同共生

时，将构成“人—团队—组织—环境”的协同共生体系①。协同共生效应的本质就是通过共生体

系的构建来获得协同增效。具体是指，共生体系中的共生单元之间，在序参量的主导下，通过主

动协同增效的方式不断动态演化，进而使得协同共生体系实现整体最优。内破“部门墙”，外拓

“企业边界”，协同组织内部外部以系统效率共创价值，将成为数字时代企业获取效率的有效途

径（陈春花和朱丽，2019）。
组织管理情境下的协同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通过协同价值预期、协同价值创造、协同

价值评价、协同价值分配，不断主动寻求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系统

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最优的动态过程。基于组织内外情境下协同底层逻辑、效率获取、实现方

式、序参量等因素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再借鉴马古利斯的内共生理论，我们将协同共生类别分

为：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生、组织内外共生三种类型（详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数字时代

下，组织的边界突破和融合变得更加频繁，甚至在未来组织边界可能会消失、组织会变得完全

无界。但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对话，我们遵循传统企业研究的逻辑，仍以组织边界为标准划分

组织内、组织外及组织内外整体的三种状态。这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数字时代下现阶段组织

内外的管理情境、概念、机制和模式。当然，我们也相信，三种状态的划分未来会逐渐产生一些

新的变化和调整。
 

表 1    协同共生论概览

共生类别 底层逻辑 效率获取 实现方式 序参量
组织内共生 组织内协同 内部效率 责权利对等 分工、分权、分利
组织外共生 组织外协同 外部效率 企业价值网络 价值、目标、技术、数据、认知/思维

组织内外共生 组织内外协同 大系统效率
内分工+
外分形

内分工（责、权、利对等）、
外分形（价值、目标、技术、数据、认知/思维）

 
 

Sutton和Staw（1995）认为，Kaplan和Merton等学者对于理论的认知是，理论就是对原因质

疑的答案。理论是关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关于行为、事件、结构和思想为何发生的故事（Sutton
和Staw, 1995）。因此，我们在探索组织理论时，不仅要关注现有理论在解释组织行为现象原因

①一般意义上，组织关注的协同共生体系，只呈现在部分要素内部或组织间，当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人—团队—组织—环境的协同共生
体系，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化大协同。如，当组织1—组织2之间通过协同过程，可以实现二者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则可以认为组织1和
组织2两个共生单元间形成了一个小的协同共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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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之处并探寻新的解答，同时还要深入解读现象之间的联系，具体包括数字时代与组织相

关的行为、事件、结构和思想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这一系列变化之间的关联关系。因此我们

采用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生、组织内外共生的类别来解读数字时代新的组织行为现象；同时，

为了说明三者之间的关联关系，用组织内协同、组织外协同、组织内外协同的底层逻辑、三种效

率获取方式、三种实现方式和各自发展历程中的序参量进行解读，旨在刻画组织行为、组织结

构和组织事件为何发生和其内外的关联关系。

组织内部协同共生是指企业生产、营销、技术、供应以及管理等环节各自创造价值却又协

同作战产生整体效应。组织内共生的目标，是通过组织内部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组

织内部协同增效的获得受组织内序参量的控制，组织内的演化结构和有序程度都取决于组织

内部的三个序参量——分工、分权、分利。其中，分工是基础，责、权、利对等是组织内协同的关

键（陈春花和朱丽，2019），以上三个序参量是组织内绩效的核心来源。在工业时代组织所处环

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组织内进行权、责、利划分是效率获取的重要来源。

组织外部协同共生是指价值网络中的企业由于相互协作，共享资源和能力，获得比作为一

个单独运作的企业更大的成长空间。组织外共生的目标，是通过组织外部协同增效实现跨边界

组织成长。组织外部协同增效的获得受组织外序参量的控制，组织外部是由“一系列无序的社

会化分工”“有序的协同企业网络”构建而成的，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五个序参量

—价值、目标、技术、数据、认知 / 思维。其中，价值是核心，认知 / 思维是基石，目标决定共生空

间的可能性，技术和数据是协同共生的技术保障。今天的组织在更大程度上处于高度不确定的

外部环境，组织外部因素的影响已经远远大于组织内部的因素，跨界颠覆、数字平台和数字生

态系统的不断涌现，使得组织要有能力通过组织外协同，获取跨越组织边界的更大价值。

组织内外协同共生，是指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中的企业通过相互协作共创，创造出原行业

或原领域从未有过的新价值。组织内外共生的目标，是通过组织内外协同增效实现系统自进

化。除了组织内和组织外的价值共生外，在数字技术与数据贯穿之下，组织内外协同共生的价

值，是一个更加需要关注的内容，比如腾讯的AI（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生诊断组合在一起获得

准确率更高的结果，既帮助了医生，也给腾讯创造了新的价值空间。所以，组织内外协同共生的

价值，具有无限想象空间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也是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内涵——数字技术

与产业融合后的“新组合”。
组织内外共生的新组合，需要“支配组织外部协同增效获取的序参量”与“支配组织内部协

同增效获取的序参量”的融合与共生，即决定“外分形”的价值、目标、技术、数据、认知 / 思维序

参量被全部保留，成为组织内外大系统效率获取的关键。同时，作为组织内部协同增效获取的

序参量的融合，“责、权、利对等”被同步保留下来，进而形成“内分外合”（内分工 + 外分形）的组

织内外共生实现方式。只有通过组织内外协同获得大系统效率与新价值空间，才能最终实现更

大范围内系统效率与系统价值的自进化。简而言之，当企业遵循“分”的组织内协同逻辑，构建

的共生状态将是“组织内共生”，获得的将是组织内效率，追求的是组织内成长；当企业遵循

“合”的组织外协同逻辑，构建的共生单元之间的状态将是“组织外共生”，获得的将是组织外效

率，追求的是跨边界式成长；当企业遵循“内分外合”的组织内外协同逻辑，构建的共生状态将

是“组织内外共生”，将获得的是大系统效率，追求的是大系统自进化与成长。

所以，协同共生是指共生单元通过不断主动寻求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

织成长、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的动态过程。综上，我们得出结论：“协同共生论”
就是用于引导共生单元实现整体价值最优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即通过协同共生效应、架构、管

理模型及价值重构关键要素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帮助企业获得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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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边界组织成长、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

四、  基于协同共生论的新管理方法

通过管理思想新阶段回顾，我们发现在新的共生型组织发展阶段，不同组织之间是相互合

作的关系，且在合作关系中，各组织彼此自主、独立，能基于协同合作进行信息资源共享，并共

同激活、共同促进、共同优化，进而获得任意一方无法单独实现的高水平发展。只有在有效协同

模式下，组织才能更好地应用新技术、新方法及新商业模式来实现共生型组织中各个成员的成

长。我们期望通过重新理解、评价和提出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进化的协同共生论，使

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生存与发展。当我们立足于如何实现协同共生获得组织内效率、组织外

效率和大系统效率的“效率来源探寻”的主题之下寻求可能实现的管理方法时，就开始呈现以

下协同共生效应、协同共生架构、协同共生管理模型，以及协同共生价值重构的新管理方法。

（一）协同共生效应

在动荡与巨变的环境之中，无限链接和价值共生的特性促使企业必须寻求协同共生的增

效作用，进而帮助企业探寻或获得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所以我们认为在协同共生体系中，整

体与部分、竞争关系、共生关系、自组织以及范围经济相关的五个关系命题，是影响数字时代我

们重新认知和获取协同效应的关键。因此我们提出五大命题，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竞争关系

带来被动增效，共生关系是一种主动增效，自组织带来系统自我进化增效，范围经济更能使企

业获得协同共生优势。企业只有理解并善用这五个命题，并尽可能将自身与外部成员组合在一

起，达成协同共生，才能提高组织的对于动态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在不确定的数字时代获益。

（二）协同共生架构

企业始终要回答“存在性”与“成长性”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新技术带来巨大挑战，同时

也带来巨大机会的环境中，新型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新兴企业迅速崛起。由此，企业“成长性”遭
遇的挑战更为严峻，很多曾经辉煌的企业出现了断崖式的跌落，甚至被快速淘汰出局。这一切

都引发我们更加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企业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获得持续成长。从解决这一

根本性问题出发，我们提出了协同共生的两个组合维度：赋能和管控维度、内部和外部维度。在

获取系统效率与价值的过程中，组织内外的协同共生中以赋能为主，管控为辅；组织内协同要

求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合外协同要求企业进行价值扩展，致力为组织外成员共生提供价值，

协同共生架构的提出是为了引导和解决组织成长性的问题。在协同共生架构的基础上，我们关

注边界内的组织成长和跨边界式共生成长两个重要方面。在汉迪“第二曲线”的启发下

（Handy，2015），探索组织外跨边界式共生成长的新引擎，以及由此可能产生无限的可能性与

成长空间。

（三）协同共生管理模型

在理解协同共生能够实现增效价值，以及帮助企业获得成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回答协同

共生的管理模式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管理行为的视角出发，根据组织行为“情景—
人—反应”的基本模式，通过把企业置于数字技术的情境下，关注人们的协同共生意愿与能力，

以及相关的反应与变化，我们得出协同共生管理模型（SDAP），即场景（scene）—意愿

（desirability）—能力（ability）—过程（process），场景、意愿、能力与过程为协同共生管理模型的

四大基本要素。“情景—人—反应”公式来源于华生的行为主义理论，其公式为S-O-R（刺激—有

机体—行为反应）。考虑到互联网时代的语境，我们用场景来替代。在SOR理论中，它强调外在

环境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感等心理反应，进而影响个体行为（Jacoby, 2002）。在数字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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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性的作用更加强大。组织场景影响了人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反应，同时数字技术下人的行

为也联合创造并影响了场景。在协同共生管理模型中，需要解决人、资源和管理者三者之间协

同一致的关系，让每个人都与工作目标相关，并让员工在组织中感受到意义。只有充分利用数

字技术、挖掘相关赋能管理实践并帮助个体形成协同共生意愿及内在动机，人的主动性才能充

分激发出来。通过市场权力或合法权威构建组织间关系无法产生真正的协同（Hardy等，2003），
因此探寻如何有效达成协同共生路径异常关键。无论是在组织内协同共生场景中还是在组织

外协同共生场景中，在协同共生意愿培育和协同共生能力构建的基础上，协同共生管理大体需

要遵循“协同共生场景识别→协同共生行为执行与沟通→协同共生绩效评价与关系评估→协

同共生价值分配→下一阶段协同共生提升与行为决策”的过程路径。该协同共生管理过程模型

与我们在《协同：数字时代组织效率的本质》中提到的协同管理的四环节——协同价值预期、

协同价值创造、协同价值评价、协同价值分配一脉相承，同时强调协同共生过程中的赋能、反

馈、评价、分配与共同成长。

（四）协同共生价值重构

埃森哲在《2021年技术愿景》报告中指出，在疫情的冲击下，技术加速带来了新的工作和

商业模式，创造了新的互动和经验。在6 200多位参与调查的商业和技术领导者中，92% 的受访

者表示，他们的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创新。而且，受访者们认为利用技术架构进行业务创

新、构建数字孪生体、普及技术应用、打破边界以及与伙伴共创价值成为企业必须关注的数字

技术趋势，尤其是人工智能与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深度融合，让组织可以参与构建更智能的供应

链网络，释放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价值，令组织内外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使组织本身更专

注于业务的战略需求。一些领先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创造了在组织内外开展协作的新方法，大幅

提高了供应链的透明度、分享度、可靠性。深入分析这些显而易见的成效，得益于企业的价值重

构，我们称之为“协同共生价值重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我们理解协同共生价值重构打开了

一扇门，帮助我们从创新本身的价值出发去寻找今天企业价值重构的关键影响因素，即决策、

边界、链接与平台。虽然数字技术改变了行业边界、组织协同方式，产生了新的共生空间、多主

体的价值链接以及平台效应，重构了数字时代下的协同共生价值，但其核心依然是顾客价值创

造与价值创新。

五、  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传统认知的局限性、传统组织模式的限制与无力，始终敦促着我们要找到解决方案；层出

不穷的可能性、新形态组织模式的创造力与活力，持续激发着我们去寻找解决方案。基于管理

的实践属性，百年管理理论的演化都是伴随着时代特性解决“效率从哪里来”的问题。数字时代

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新的世界观以及新的方式来重塑组织

及其运行模式。因此，我们提出了数字时代组织进化和实践创新理论——协同共生论，本文也

是对Alvarez等（2020）号召构建21世纪关于企业的理论的响应。

正如Adner等（2019）对于数字时代挑战资源基础观、企业理论、商业模式和创新等的判断，

我们也认为，技术和数据是实现协同共生的核心序参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都会对

组织边界、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巨大影响。组织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新价值空间获取和生态关系

重构。我们也发现，科斯关于企业理论中组织边界由市场交易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决定的逻辑

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字技术使得组织边界突破与相关成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深刻和复杂，组织

变革可以同时向组织内、外演进。为了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对于经典理论的挑战，我们提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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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生论。在协同共生论中，我们提出了协同共生的效应、架构、管理模型及价值重构关键要素

的管理方法。“协同共生论”作为协同逻辑、共生状态的有机融合，将成为探索数字时代新组织

管理理论和新管理哲学的一种新的尝试。共生是企业进化与成长的路径，协同是实现共生的机

制机理；共生的底层逻辑是协同，不能协同就没有共生；共生是外显状态，协同是底层逻辑。

（2）研究贡献

协同共生论对于管理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它是适应数字时代组织进化的

新理论范式。当我们尝试性解读数字时代组织面临的新困惑，并试图帮助企业应对效率获取来

源转移的新挑战时，我们提出了协同共生论。我们发现，协同是数字时代的效率新来源，共生是

组织进化的外部路径体现，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协同共生将迎来以往任何时代都未经历过的新

价值创造和空前繁荣。其次，它从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生、组织内外共生，三种共生态入手，深

入剖析协同共生与价值重构下，组织获得协同增效的内在逻辑、管理模式、框架体系。在协同共

生论中，理解和践行的关键是，共生单元间只有实现从“竞争驱动”向“共生哲学”的认知和行动

转变（陈春花等，2020），才有可能获得组织内外“协同增效”，真正实现整体最优的协同共生状

态。本文对协同共生论的本质、定义、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提出了协同共生效应、协

同共生架构、协同共生管理模型、协同共生价值重构的管理内容和方法，为丰富和充实协同共

生论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解读。最后，三种共生态的划分能够让组织更加关注数字时代新的价

值空间的释放。在工业时代，组织的价值空间获取主要通过组织内的协同效应产生，依赖于构

建有效的组织内共生态结构。数字技术的加速更迭让组织可以打造有效组织外共生态结构与

组织内外共生态结构，进而获得原来单个企业、原行业或原领域无法获得的两个新的价值空

间，由此，协同共生范式也能够有效回答“彭罗斯管理约束”的困惑。

（3）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帮助组织管理者拓展和更新数字时代下的

管理认知。数字化正在吞噬整个有形的工业世界，我们原先熟悉的世界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

产生了非常大的更新和调整。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逐渐消除了行业界限与时空边界，企业边界

重塑在商业演化过程中不断凸显。例如，海尔用独立、敏捷的“人单合一”“小微”取代传统企业

金字塔结构，开启了自进化的历程，在催生海尔自身企业边界重塑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员工

的自主需求，让他们将自身报酬、用户价值和企业战略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个体与企业的自

组织、共进化。通过边界重塑，海尔已有2 000多个创业小微，3 800多个节点小微和上百家微店，

各创业小微结合全球资源形成犹如热带雨林般的“生态系统”，深入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

务全球10亿+用户。这样的调整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行业和企业去理解其组织创新内涵，同时

也要探索和解决这种调整之后的组织管理模式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也是我们不断讨论协同共

生议题的基本原因（如，陈春花，2021；陈春花等，2020；陈春花和朱丽，2019；陈春花和赵海然，

2018；梅亮等，2021）。本文有利于帮助管理者拓展认知思维，认识到数字技术引领下的边界突

破与协同共生的重要意义。

第二，帮助管理者和组织构建协同共生的方法和路径。协同共生论主要探讨处于无限链接

空间中的企业组织如何从无序状态转向有序状态，进而构建企业价值网络，并彼此共生和共创

价值。协同共生论的功效在于，能够帮助企业探寻在动荡的、不可预测性的环境下，如何通过组

织内外的协同共生获得确定性。协同共生论提出了三种共生态结构，即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

生及组织内外共生。延续前人如哈肯、泰勒、Kast、Watson、Campbell和Quinn等在组织管理研究

的观点和模式，本文认为，需要探讨不同共生态的实现机理、要素与情境条件。具体来说，可以

全面分析协同效应的核心逻辑即增效逻辑；通过整合赋能与管控、内部与外部等维度实现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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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重塑组织边界内外成长的架构；通过华生主义框架识别协同共生管理的核心要素和过程

模型；通过挖掘协同共生价值重构的关键影响因素和情境条件来实现多主体增值。当企业找到

影响组织内、组织外及组织内外共生态的哈肯称之为“序参量”的变量时，就可以找到有序化的

协同共生的方法和路径。

（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只是对数字时代组织进化的理论初探，未来并将不断持续完善。无论是企业实践者

的探索，还是我们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其共同的方向，都是让管理者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协

同共生论的提出虽有利于重塑管理者认知并帮助他们看到未来可能性，但也要认识到现有协

同共生论的提出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供未来研究参考完善。第一，本文回溯

了经典理论并进行了深入的案例研究，但建构理论过程容易受研究者主观想法和能力的影响。

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加入到组织协同共生论话题的讨论中，并贡献不同视角

的研究结论。第二，本文的主要结论基于六家企业管理实践，其内容效度还需进一步验证。我们

选取小米、美的、企业微信、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致远互联和海尔六家企业的管理实践进行归

纳和介绍。这些企业的实践，不仅极大拓展了我们对数字技术的理解，也拓展了我们对管理价

值创新的理解，更是我们提出“协同共生论”的实践基础。但所选案例是否足够全面和典型，是

否有重要的管理变量未被纳入考量，这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而希望未来的研究扩展到更

多的案例以验证和扩展协同共生论的相关观点。同时，还可以继续追踪这六个案例验证和完善

协同共生论的框架和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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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triggered explosive growth, making countless enterprises
start the digital survival transformation. How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continuously adapt to the digital
age and explore new evolutionary paths and new sources of efficiency has become an era question that
must be answered by management discipline with strong practical attribute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phenomenon of cross-border survival of enterprises is frequ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origin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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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social dimension attribut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We find that the four r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ment practice, unlimited links, collaboration

and dynamics, the leading of scope economy, and uncertainty as normal, have posed huge challenges to
existing management theories. The practice world needs a new “paradigm revolution” to help
organizations effectively deal with digital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y. We attempt to propose the theory
of synergistic & symbiosis, when we come to the new confusion and when we try to interpret and
explore how enterprises would overcome the new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age. On the basis of a
thorough review of existing theories and research, we conduct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related
interviews, and propose the synergetic & symbiosis theory, researching on “how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synergy”. The essence of synergetic & symbiosis is from disorder to order. Synergetic & symbiosis
refers 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symbiotic unit to achieve intra-boundary organization growth, cross-
boundary organization growth, and system self-evolution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itiative of seeking
synergistic efficiency, and then to achieve the optimal overall value. The synergetic & symbiosis theory
refers to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used to guide the symbiosis unit to achieve the optimal overall
value of the synergetic & symbiosis state. Specifically, through the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ynergetic & symbiosis effect, synergetic & symbiosis framework, synergetic & symbiosis management
model and key elements of value reconstruction, it helps enterprises obtain synergy and achieve
organizational growth within the boundary, cross-border organizational growth and system self-
evolu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types of symbiosis, that is, symbiosi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symbiosis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and symbiosi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The three types
help organizations explore the release of new value space in the digital age, and we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elements, models,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hree symbiosis
structures. A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ynergetic logic and symbiotic state, the synergetic & symbiosis
theory may become a new possibility of new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Key words: synergetic & symbiosis theory; synergetic & symbiosis effect; synergetic & symbiosis
framework; management model; valu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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